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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派穆斯林、库尔德人和基督徒对泛阿拉伯思潮的怀疑，因而在适当的场合选用两河早期文明来

超越近古和当代的教派纷争，从而试图构建一个“古老”的“新伊拉克”。我们很难判断，他最

终成功了几分。但萨达姆的一系列作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历史、现代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

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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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缅甸的女儿： 

跨境女性移工在瑞丽的汇款实践与情感连接1 
 

陈  雪2 

 

内容提要：边境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是一种特殊的迁徙形式。本文聚焦缅甸女性移工作为原生

家庭女儿的身份，考察她们在中国边城瑞丽的汇款实践，发现具有政策弹性和地理连接性的边境

                                                        
1 本文刊载于《开放时代》2020 年第 1 期，第 191-208 页。作者真挚地感谢赵红仙女士同意笔者在文中使用她的

真名及照片。本文的受访者中，除赵红仙之外，其他受访者的名字均为化名。 
2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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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为其提供了在地与跨国资源，使未婚与已婚女性都与留守家庭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情感往

来，构成独特的汇款图景。汇款使低收入女性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她们借助跨国的原乡社会、

族群、亲属和家庭网络，以及便利的出入境行动来应对日常困境，并通过手机联络家人，获取情

感支持。伴随汇款的生产与传递，还产生了边境社会的多维互动，连接着跨境女性与原乡社会、

在地移民群体，以及当地中国人，促进了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和情感交流。透过汇款，不仅可以

认识跨境女性在跨国社会中的贡献，更能观察到中国边境地区的发展给毗邻国家带来的积极影

响。 

关键词：缅甸；女性移工；汇款；情感连接。 

 

一、“迁徙的鸟儿也有女性” 

 

1984 年，欧洲学者米丽雅娜·莫罗科瓦西奇（Mirjana Morokvasic）发表论文《女性也是候

鸟移民》（Birds of Passage are also Women），系统介绍全球移民的女性化现象及趋势，呼吁各国

政府、媒体以及学界去“发现”此前移民研究中一直被忽略的女性群体。她指出，身处边缘区域

的妇女，其所处的本地生产环境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性别分割的国际劳动力市场上，她

们成为一种现成的，既脆弱又灵活的劳动力资源。她们在跨国高技术产业中的最底层，或者在劳

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最廉价”环节工作。莫罗科瓦西奇不仅关注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女

性移民务工者（以下简称“移工”），还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认为发达国家在东南亚的离岸制造

工厂的运转，正是受惠于东南亚年轻的、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女性。
① 

在亚洲内部，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推动处于欠发展地区的女性，除了进

行远距离、跨区域的南-北迁徙之外，也在区域内部，主要以跨国婚姻和劳工迁徙两种形式踏上

流动的路途。伴随中缅两国经济发展差距的加大，越来越多的缅甸女性利用地缘优势，通过短距

离跨境迁徙，来到西北、西南和东南三面与缅甸山水相依、村寨相连的中国边城瑞丽。她们是这

座边境城市的底层移工，在这块所辖范围超过 1000 平方公里的“境内关外”之地上，从事着制

造业、服务业等正规或非正规的经济活动。此前，有关中国边境地区跨国女性移民的研究，大多

聚焦她们作为婚姻移民的身份。
② 
而尼古拉·派珀（Nicola Piper）等人在《妻子还是工人：亚洲

女性与迁徙》（Wife or Worker？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一书中则指出：亚洲女性移民在区域

内的身份具有复杂多样性，不应该将她们刻板地视为：跨越国境的新娘、家事劳动者，或是性工

作者，应该重视她们作为劳动力迁徙（labor migration）的事实，以及在多重移民身份之间转换

的过程。③在瑞丽的情况也是如此，有的缅甸女性，一如候鸟徘徊在中缅之间从事小规模经营买

卖；有的则在打工过程中通过跨境婚姻，转换身份从而栖息在当地。她们的身份充满变动与不确

定。即便如此，她们作为缅甸某个家庭中女儿的身份并没有消失，她们始终维系着与原生家庭、

原籍社区紧密的网络关系。 

赵红仙（以下简称“红仙”）来自缅甸曼德勒省抹谷，她早逝的父亲是一位华人穆斯林，母

亲是缅甸籍傣族人。父亲在世时，是一名珠宝商。2014 年，拥有本科学历的她从曼德勒的一家

外贸公司辞职，在瑞丽获得一份当地政府提供的工作：白天在姐告口岸的国门图书社做讲解员和

接待员；晚上 7点至 9点在图书社开设的免费语言学习班，先教 1小时的汉语，再教 1小时的缅

甸语。红仙是我访谈的缅甸女性中受教育程度与收入较高的一位，跟很多我接触到的缅甸女性一

样，来自位于缅甸中部的抹谷。我问红仙，为何会有很多女性从那里来到瑞丽？红仙用英文为我

写下了关键词：“ruby land”（红宝石之乡）。 

抹谷是理解当代缅甸移民迁徙他国的一个切入点。它是一个矿石资源极其丰富的谷地，开采

出的“鸽子血”是红宝石中的极品。自英国殖民者到达缅甸之后，宝石开采就成为此地的重要行

业。抹谷有一小块区域在历史上差点成为掸邦的一部分，族群的混杂使其处于各种敌对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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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锋之下，战争的阴霾从来没有消失过。1988 年，军政府强制关闭当地私人的“小作坊”，

引入机械化开采的大企业。
④ 
经历十多年的暴力开采后，当地的生态环境受到巨大的影响，寻找

高品质的矿石越来越难，开采业雇佣的工人随之减少。从 2004 年起，矿业开采带来的山体滑坡、

开采事故，以及政府展开整顿导致的行业萎缩，加剧了当地劳动力人口的外流。2004 年至 2014

年的 10 年间，抹谷至少有 13.5 万人去国离乡，四处寻找新的就业机会。
⑤
 

据 2014 年缅甸的一份人口普查报告披露：缅甸人口总数超过 5100 万人，70％的缅甸人生活

在农村，女性占总人口的 51.78％，婚内生育率高达 4.03。
⑥
产业的破灭、战争与贫困的交织影响，

加之无计划的人口再生产使农村劳动力剧增，推动农村家庭的成年与未成年子女陆续远走他乡。

缅甸农村的跨国人口流出率是城市的 1.5 倍。
⑦
孩子们的离开，不只是为了自己，更寄托着其身

后的家庭的生存希望。2015 年，生活在国外的缅甸移民中，男性占 61％，女性占 39％。70.2％

的缅甸移民集中生活在泰国，其次是马来西亚。中国则是接收缅甸移民的第三大国家，接收的缅

甸移民人数超过 9.2 万人，占缅甸海外移民的 4.6％，其中女性移民人数接近 4 万人，占总人数

的 42.4％。
⑧
这一年，移民通过正规通道寄回缅甸的汇款接近 35 亿美元，约占缅甸国内生产总值

的 5％。如果算上非正式移民的汇款，以及采用非正式方式传递的汇款，缅甸接收的汇款总金额

达到 80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3％。
⑨
留守家庭极度依赖这些汇款，用于购买基本生活的

必需品。 

汇款是移民在原籍国与接收国之间维系、建立多维社会关系的一种跨国行动。对于那些将子

女送出去的留守家庭而言，由于其往往难以在本地获得更多或更好的生存机会，子女从海外寄回

的汇款因此格外重要。对于移民来说，汇款也具有重要意义。汇款在一定程度上是移民与留守家

庭之间互利的、具有约束力的合同式安排（contractual arrangement）。汇款兼具“适度的利他主

义”（tempered altruism）与“可理解的自利性”（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⑩ 
它是研究移民与发

展关系的一个重要路径。当下，移民汇款的概念已不仅限于货币，而拓展为金融性汇款（financial 

remittance）、物资性汇款（material remittance），以及社会性汇款（social remittance）。
11 
在跨国情

景下，一方面，来自移民原籍社会的文化和社会传统影响着移民的迁徙生活和汇款态度，进而影

响他们的消费和异国生活；另一方面，移民接收国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容器，又重塑着他们与

留守家庭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汇款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中，会形成差异化的流动图景。 

当越来越多的妇女独自踏上跨国之旅时，将妇女视为被动汇款接收者的观点早已被推翻。和

男性移民一样，女性作为劳动力移民，也是主要的汇款者。从性别视角探讨汇款实践，也成为移

民研究中的一个重点。爬梳当前的相关文献，发现有关性别与汇款的研究，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

点： 

首先，大部分研究致力于比较移民汇款行为的性别差异。然而，不同的研究者从经验性研究

出发，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下，往往得出模糊或者截然相反的结论。
12
一些学者认为两性汇

款的差异，是由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与性别分工，以及性别化的家庭观念所促成。女性由于与家

庭建构了更为亲密的网络，汇款更具利他性。
13
对两性汇款差异的集中关注，使得很少有研究关

注女性在迁徙过程中，其自身角色的变化所带来的汇款行为的改变。事实上，女性在跨国迁徙过

程中，由于同时具有移民的身份，会产生一些特有的迁徙经历，身份的交织性在带给她们限制之

时，也能产生独特的能动性。暂时放下性别比较的方法，将女性移工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以汇

款为透镜，可以更为专注地观察处于跨国情景之下，在不同社会角色、身份中转换的女性跨国行

动者展示其能动性的过程。 

其次，汇款实践与女性海外生活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被重视。来自大湄公河次区域的调查报告

显示，区域内部的女性在跨国迁徙的过程中，会将收入中的大部分寄回家，导致她们的生活处境

艰难，尤其是在健康问题上难以自顾，面临疾病困扰和健康风险。
14 
萨利·耶（Sallie Yea）指出，

女性移民的汇款是其能动性的展示。但是，这种能动性不仅体现在她们对原生家庭减贫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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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上，更渗透于她们为实现汇款，在异国生活中所呈现的忍耐力、同理心、脆弱性，以及所有

理性与感性的回应。
15
关注女性的汇款实践，既要关注她们的“自我牺牲”与“奉献”，也要关

注她们自身的处境，检视在独特的跨国情景之下，她们能否采取相似或特殊的行动，应对汇款之

后的困顿。 

最后，汇款不仅仅是家庭成员从海外传回的现金，它所反映的还有复杂变化的人类社会交往

现实。除了汇款的经济功能之外，研究者们越来越重视汇款的社会和情感维度。1998 年，佩吉·莱

维特（Peggy Levitt）提出了“社会性汇款”的概念，使移民“从接收国传回原籍国的观念、行为、

认同以及社会资本”能够与经济性汇款一样引起学界的重视。
16
安娜·林德利（Anna Lindly）也

指出，汇款的功能不仅体现在工具性上，更体现在它的情感连接性上，它是“家庭和文化再确认

的一个来源”。
17
女性的汇款实践，是独特的女性化经历。它所带来的社会与情感联系，不仅穿

透边界，抵达移民的原籍社会，也会播撒、生长于身处的接收社会中，同时影响移民群体与当地

人。 

如果将目光进一步聚焦到缅甸女性移工这一特定的移民群体，我们会发现以往的研究较多关

注的是身处泰国的缅甸女性移工及其汇款生产和传递，
18 
有关中国边境地区缅甸女性移工及其汇

款实践鲜少被提及。移民的汇款观念与实践具有“很深的情景化差异”（profound contextual 

differences）。
19
中国正逐渐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的面貌，成为国际移民新的目标国，在

边境特殊的地缘社会空间中，缅甸女性的汇款连接了跨国家庭、移民，以及移民接收国，既维系

着原有的跨国关系网络，也在特定的跨国情景下，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情感网络。

无论是从比较泰缅、中缅边境女性跨国汇款实践的角度，还是从理解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互动的

层面来看，考察毗邻国女性在我国边境地区的汇款行动及其连接性，都具有特殊意义。 

故此，本研究旨在完成三个任务：其一是在中缅边界空间中，通过跨国汇款实践，去发现缅

甸女性所施展的微小却真实、柔软又坚韧的力量，展示未婚与已婚女儿对原生家庭的资助策略；

其二是关切低收入的缅甸跨国女性在进行汇款生产和传递之后，她们在中国的生活境况，及其能

动性的施展过程；其三是关注女性移工所建构的跨国、在地的社会和情感图景，及其对移民原籍

社会和接收社会的意义。 

 

二、田野进入与数据采集 

 

自 2014 年起，因为参加区域移民组织“湄公河移民网络”（Mekong Migration Network）组

织的女性移民健康调查，以及撰写博士论文，我将瑞丽作为了最主要的田野调查地。这里是云南

最早开放的边境内陆口岸，也是云南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枢纽。在早前的调查

中，我已发现女性移民与其原生家庭保持着割舍不断的、经济和情感上的往来。虽然她们中有的

人已经成为经济独立的工作者，有的甚至组建了新的家庭，成了别人的妻子、儿媳，成了孩子的

母亲，但她们依然没有抹去“缅甸女儿”的身份。作为一条从家乡流出的“沉默而又浩瀚的河流”

（silent and mighty river）
20
，她们将跨国行动中累积的经济性、社会性资源传回缅甸。这种传递

有如涓涓细流，而国家交往、区域发展的宏观视角和叙事方式，很容易因为性别盲视，忽略它的

存在。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6 月，我数次回到瑞丽。当地人士估计，至少有超过 5万缅甸人常年

生活在瑞丽。这还不包括那些每天或者经常往返于中缅之间的往返式迁徙者，涵盖不了那些通过

边境便道随意进出的无证移民。在瑞丽一家专门从事缅甸籍劳动力中介服务的劳务公司，我从公

司统计用工需求的软件上看到，当地劳动力市场对女工的需求，既涉及建筑、水电、玉石加工等

无性别限制的工种，还有诸如保洁、家政、美容美发、按摩、玉石在线销售直播主持人、保姆等

具有女性针对性的工作。缅甸女性在瑞丽的收入与她们掌握中文的程度直接相关。缅甸华侨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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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中文读写能力，常常受聘为翻译、文秘以及车间流水线上的管理岗位，每月的工资收

入在 2000-3500 元之间；而只懂得缅甸语或者其他族群语言的女性，如果不掌握特别的技能，只

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到月工资 500-1400 元的工作。因为薪酬很低，无论是懂汉语的华侨，还

是低价、低技能的女工，都能很快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到工作机会，而雇主一般都会提供包吃包

住的补充性条件来留住工人。劳务公司负责人还告诉我，他们发现瑞丽很多家庭对缅甸籍家政服

务人员有强大的潜在需求，计划在明年开办专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培训班，从而进一步开发家政服

务市场。瑞丽市工业园提供的数据显示出制造业企业对缅甸籍女工的用工偏好。2018 年，工业

园区内共有 4075 位缅甸籍工人，其中女工人数占了近 65％。
19
 

通过偶遇、“滚雪球”、朋友介绍，以及劳务公司和我之前联络的非政府组织的帮助，我进入

多个行业领域，陆续访谈了 25 名缅甸女性移工。这 25位受访女性分别来自缅甸的四个邦或省，

除了与云南毗邻的克钦邦与掸邦之外，不少人还来自缅甸中部的曼德勒省和中南部的马圭省。瑞

丽市政府将中缅边境内外 60 公里范围内定居的民众称为边民，并对边民通关提供政策上的便利。

那些家乡已超出这个范围的女性移工，也很容易利用边民身份进入瑞丽。每位女性每次受访时间

都在 2个小时以上，有的受访者接受了数次非正式访谈。我还与其中 2位女性成为微信好友，对

她们线上和线下的生活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受访女性的年龄在 17-38 岁之间，族群分布为：汉族

5 人，缅甸族 12 人，傣族 4 人，景颇族 2 人，德昂族和果敢人各 1 人；婚姻状况为：15 人已婚，

7 人未婚，1 人离异，2 人再婚；受教育程度为：3 人小学未毕业，6 人小学毕业后辍学，5 人初

中未毕业，1 人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3 人未上完高中，3 人高中毕业，还有 4 人拥有大学本科

学历。
20
此外，我还访谈了与女性移工有着日常和必要交集的政府官员、雇主、中介、非政府组

织，以及这些女性受访者的配偶和子女等相关人士。 

 

三、“义务网络”、角色转变与流动的汇款图景 

 

2000 年出生的苏苏，来自掸邦首府东枝旁的一个小村庄。2018 年，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

还未满 18 岁，才到姐告一家按摩店工作三个来月。那时，她已经向家里汇过三次钱，最多的一

次是 40 万缅甸元（不到人民币 2000 元）。23 从姐告国门迈入与之毗邻的缅甸掸邦木姐市后，再

步行 10 分钟左右，就到达一座三层高的小楼，小楼上悬挂着“MCB”的标识，这是缅甸公民银

行（Myanmar Citizens Bank）的一个营业点。银行每周一至周五营业，苏苏就是从这里向家里汇

钱。 

在东南亚地区，佛教传统下的性别观念，以及对男童和女童的社会期待和教化的差别，赋予

女性更多的家庭责任，使她们对家庭尤为重视。大嵜庆子（Keiko Osaki）指出，在泰国，由于信

仰南传佛教，人们在尘世间修功德的方式形成了性别化的路径，男性通过脱离俗世，去做僧侣来

积功德；女性的修行则更加世俗化，促进家庭福祉是她们积功德的主要方式。也因此，女性在经

济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4
在越南，女孩在成长的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地被灌输这样一种观

念：“如果不能从家庭发展的角度出发，不通过物质和情感的支持来实现她们对父母的报答和对

家庭的责任，那么她们的存在就没有价值。”
25
在宗教观念和社会教化的双重作用力下，女性成为

更具有奉献感和“利他精神”的汇款生产和传递者。 

早在进入殖民时代之前，缅甸妇女就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传统的缅甸佛教社会推行从母居

（matrilocal），且女性和男性一样，拥有平等的土地和继承权。
26
佛教对女性功德修行的要求，

使其在家庭经济事务中拥有较高的参与权和掌控权。
27
久崎骏（Kyoko Kusakabe）通过对身处泰

国的缅甸女性移工进行调查，认为与其说缅甸女性享有较高的经济权力，毋宁说她们背负着更为

沉重的“义务网络”（network of obligation）。“义务网络”是指家庭会挑选特定的成员进行移民，

通过他／她们打工寄回的工资，使家庭收入多元化，从而保证家庭成员更好地应对社会风险。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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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父母，供养家庭，是缅甸女儿价值内化（value introjection）的重要部分。
28
缅甸女性尽管远离

故土，但依然与原生家庭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通过汇款来履行她们作为女儿的责任，即便作为跨

国底层空间中的低收入劳动力，面临海外生活的种种艰难，女儿们依然会排除困难，向家中寄钱。 

怀着对原生家庭的感恩与责任，25 位受访女性中，有 15 人每月固定向远在缅甸的家庭寄回

现金。她们的月收入只在人民币 500-3500 元之间，每月汇款占收入的平均比例却达到了 63.06％，

一些女性甚至将月收入的 95％以上都寄回家。其余 10 人中，有 3 人会根据家庭的需要，不定期

地进行汇款；有 4 人是往返于中缅之间从事原石售卖，或经营小吃摊位的日常跨国流动商贩，会

直接把钱带回缅甸的家；另有 1人是随行配偶，对家庭经济收入没有支配权；还有 1人刚到瑞丽

落脚 2个月，尚在实习阶段，因此还未向家中汇款，但在来中国之前，已经通过勤工俭学，每月

向家中汇去 10万缅甸元（约合人民币 470 元）；最后 1人离异后，找到了新的中国籍配偶，将其

与前夫所生的孩子以及其他家人（母亲和弟弟）都带到了瑞丽。 

在泰国，研究者发现缅甸移民主要通过非正式的“亨迪系统”（hundi system），即由民间中

介建构的跨国金融网络来汇款。
29
瑞丽虽然也有很多类似的机构，当地人称之为“地下钱庄”。

然而，通常只有在中缅边境线上做贸易的人，转移的货币金额较大，才会选择地下钱庄，受访女

性却没有人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汇款。女性移工的汇款金额较小，国界另一边的缅甸银行是她们

首选的汇款渠道。除了上文提到的缅甸公民银行，在距离姐告国门几百米的地方就是缅甸嘎莫萨

银行（Kanbawza Bank）的营业点，周一至周五银行开业时，经常都能看到女性移工排长队汇款

的景象。除此之外，受访女性还会通过微信、缅甸移动金融服务商“Wave Money”，以及通过

自己或者亲属带回的方式向在缅甸的家庭汇款。
30
 

由于中缅两国的银行都还未开放缅币和人民币之间的直接兑换业务，移民要先在街上随处可

见的私人货币兑换点将人民币换成缅币，才能进行汇款。
31
在这种汇款行动中，“兑”与“汇”

的行动是分离开的，汇款结合了非正式的货币兑换与正式的银行传递两个环节。在劳务公司做翻

译的山月，通过电话中介“Wave Money”，可以完成即时转账。但她首先需要到“Wave Money”

的摊点把人民币兑换为缅币后，再通过手机短信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在缅甸的家人通过短信收到

一个账号，再结合山月告知他们的动态密码就可以去把钱取出来。两国货币未能实现直接兑换，

给这些女性移工的汇款增加了成本。在兑换环节，她们会被中介拿走一部分汇率差价；在汇款环

节，山月告诉我若是通过银行汇款，在嘎莫萨银行汇寄 1 万-20 万缅甸元的手续费为 700 缅甸元，

汇寄 20 万缅甸元以上的手续费则更高；若通过“Wave Money”汇款，每汇寄约等于人民币 500

元的缅币，手续费就多达 10 元左右。然而，尽管手续费高昂，大部分女性还是尽可能地把在瑞

丽辛苦赚到的钱按月及时汇寄回家。 

（一）未婚女儿的奉献与期许 

在按摩店工作的苏苏，三个月就给家里汇去了 100 万缅甸元（约合人民币 5000 元）。她的父

母不知道这么一大笔收入，苏苏是怎么赚到的。苏苏打工的这家店的老板娘也是一位缅甸女性，

在从事按摩服务这一行 5 年之后，自己开了店。说是按摩店，其实包括一个按摩店和一个 KTV

（歌厅）。这是躲在城市角落的灰色生意，女孩们来来去去，流动性很强，常来的客人大多为穿

梭于中缅之间的缅甸籍卡车司机。店里有 12 个缅甸女孩，年纪从十七八岁到三十来岁不等。女

孩们白天待在按摩店，晚上在 KTV 陪唱。苏苏说，给客人按摩，或者跟客人外出的收费为 50 元

／小时，老板娘抽走 35 元，她可以留下 15 元；若是在 KTV 陪唱则收费为 30 元／小时，她可以

从中拿到 10 元。老板娘包吃包住，钱就这样一点点积攒下来。来瑞丽之前，苏苏已经在老家读

完了 10 档（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于是外出打工。她先是在木姐一家商店做售货员，卖了

几个月的东西，但工资太少，家里又急等钱用，就来瑞丽做了这一行。16 岁的弟弟在私立高中

读书，一年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需要人民币 1 万多元，父母都是农民，赚不到什么钱，所以都指

望她。苏苏告诉我，缅甸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工资折合人民币约为 600-800 元／月，她寄回的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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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极为可观的收入。她把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严严实实地瞒着家里人，瞒着她以前的朋友。她

的好朋友都进入了大学，她和她们也不再往来。我问：“如果不是为了弟弟，你还会在这里工作

吗？”苏苏看着我，先摇摇头，但马上又补充道，这是她应该做的，她并不后悔。 

联合国的调查显示，在亚太地区，女性移民的汇款能够帮助她们的原生家庭摆脱贫困。妇女

汇款中的一大半用于购买日常消费品、提高卫生保健条件，以及做教育投资。尤其是未婚女性移

民的汇款，常常用于供养父母及兄弟姊妹。
32
受访的 7 位未婚女性移工中，有 6 人每月都向原生

家庭汇款，汇款占收入的平均比例高达 66.49％。她们的汇款除了用来回报父母，改善他们的日

常生活，支持他们的医疗费用，还有很大一部分用来支付家中未成年弟妹们读书的费用。 

1989 年出生的玛心和妹妹两个人都在瑞丽打工，她在当地一户公务员双职工家庭里做了 5

年保姆，小她 2 岁的妹妹则在一家制衣厂工作。她和妹妹的工资加起来不过 2700 元，两个人相

约每月往家里寄回 2000 元。这些汇款不仅用来帮助家中最小的妹妹交学费，还给哥哥买了耕地

的牛，给家里盖了新房。玛心拿出手机，给我看远在曼德勒省的新房照片。房子才盖好不久，她

和妹妹还没回去住过。从瑞丽往返家乡的车费需要 700 元／人，这对她们来说是笔巨大的开销，

她们舍不得回去。当我问已经过了 30 岁生日的玛心是否有结婚的计划时，玛心说，家里人从来

不催促她和妹妹的婚事，而她已经打定主意要独身。 

需要强调的是，先前一些研究指出，妇女通过向原生家庭进行汇款，获得了婚姻的自主权。
33
我在瑞丽的调查却发现，对于是否结婚，以及配偶的选择等与婚姻相关的决策，缅甸女性都拥

有充分的自由。这种自由，并不是通过汇款实践所交换而来的。长久以来，缅甸宽容的佛教社会

文化赋予了男性和女性在婚姻上的自主权。虽然汇款与缅甸女性移工的婚姻自主权无关，但她们

的汇款仍然是一种长时段且含蓄的互惠机制，具有布迪厄针对礼物交换所概括的特点：它们传递

时都指向一个不需要立刻回应，但在未来有所回报的期待。
34
 

玛心和另一名未婚女性都告诉我，她们的汇款在当下帮助了家里的兄弟姊妹，等她们步入老

年，不能赚钱了，若没有自己的孩子，那么兄弟姊妹的孩子肯定会来照顾她。但她们都从未与缅

甸的家人谈论过这件“太遥远”的事，就像她们也从来不问家里人如何支配汇去的钱。丽莎·艾

克森（Lisa Åkesson）认为，汇款传递所暗含的互利期待，在传递者与接纳者之间不会直接表达

出来，它是“言明的禁忌”（taboo of making things explicit）。对缅甸的未婚女儿来说，汇款既是

原乡社会和家庭教化力量所引导的女性自我奉献，也是在缅甸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的情况下，大家

庭内部移民者与留守者之间建立的虽无契约却彼此默认的互助策略。 

（二）已婚妇女的负担与策略 

大部分的研究都认为原生家庭对女儿的汇款期待停留在婚前，婚后女儿们要照顾新的家庭及

自己的子女，很难保证再向原生家庭提供规律和持续的汇款。
35
通过在瑞丽的调查，我发现尽管

婚后缅甸妇女的汇款分配和流向发生了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妇女向娘家输送汇款的终结，她们

也不会只将汇款输送给帮助她们照料孩子的亲人。当缅甸女性成为妻子、儿媳和母亲之后，她们

作为女儿的角色并不曾消失，她们担负起了照料娘家、婆家以及新生小家三个家庭的责任。只是，

移民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地位，以及她们与丈夫的关系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了已婚女性以怎样的

分配比例和形式对三个家庭进行汇款和照顾。 

1996 年出生的南珠和丈夫都在瑞丽工业园区的一家制帽工厂工作，她的月收入为 1300 元，

丈夫的月收入为 1500 元。他们 3 岁的孩子，由南珠远在曼德勒省瓦城的父母帮忙照料。南珠和

丈夫每个月寄回娘家 2700 元，夫妻二人只在每年点灯节返乡时才给公婆捎去礼物。做保洁员的

卡茵却采用另一种汇款方式。卡茵的丈夫、孩子都和婆家共同生活在马圭省，娘家则在曼德勒省。

和丈夫协商后，她每月都将 1400 元收入中的 1000 元寄回缅甸，但单月寄回婆家，双月则寄回娘

家。她的母亲身体不太好，一直卧病在床，两个弟弟虽然也都在外打工，但她始终不放心把父母

托付给他们，仍然坚持隔月汇款给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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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指出，子女成家前，缅甸家庭中的第一个孩子，尤其是长女，常常扮演汇款召集者的

角色，组织在海外打工的兄弟姊妹向家里汇钱。
36
红仙通过她姐姐的故事告诉我，缅甸家庭中的

长女对原生家庭的情感和付出，是从婚前延续到婚后的。红仙的姐姐比她大 10 岁，在父亲去世

之后，姐姐就继承父亲的事业，在中缅之间从事珠宝生意。她承担了母亲、红仙和弟弟三个人的

生活和教育开销，支持红仙和弟弟上完大学。红仙说，姐姐于她，就像另一个母亲，她工作以前

所有的衣服和生活用品都是姐姐买的。她最早在缅甸工作时，刚刚流行手机，她和外甥都想要一

部手机。姐姐思来想去，咬咬牙给红仙买了手机，却让自己的儿子再等等。除了在经济上照顾家

人之外，姐姐还把她带到中国。她在这里找到工作，找到中国爱人，与之结成夫妻。顾家的姐姐

成为她效仿的对象，婚后她也依然每月向远在曼德勒独居的母亲汇去 1000 元钱。 

女儿们之所以在婚后依然没有斩断与原生家庭的“义务网络”，是因为作为缅甸家庭中不可

或缺的养家糊口者，她们不得不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与自己牵绊的几个家庭的生计和发展。世界卫

生组织 2016 年的数据显示，缅甸年龄在 15-60 岁区间的男性，死亡概率（death probability）为

229‰，显著高于女性 163‰的比例。3725 名受访女性中，有 7 位女性的父亲都已去世，且去世

时年纪均未满 55 周岁，与之相对的是，她们的母亲都还健在。除了疾病之外，战争、矿难、车

祸、酗酒以及吸毒都是受访者男性亲人意外去世的原因。红仙的姐夫就是 10 多年前在曼德勒省

的山林深处采矿石时，被正在附近交火的军队意外打死的。加上父亲，家中已有 2 位男性成员相

继离世。红仙说，姐姐到现在还不能接受姐夫的死亡，只要没有看到他的尸体，她就选择相信他

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她忍耐着痛苦，把自己变成父亲，变成丈夫，一个人承担起娘

家、婆家和自己小家庭的生活开支，通过一己之力尽力去照顾家里的每个人。 

家庭男性劳动力的缺失，使女性的包袱沉重，如果有在地资源可以利用，女性的负担就能减

轻，移民家庭也能获得新的发展可能。在瑞丽一所乡镇中学，我访谈了 3 位缅甸籍华侨初中学生。

他们中的 2 位——弘平和付之的父亲分别因为吸毒和车祸很早就去世了。母亲带着孩子们穿过边

境来到瑞丽，或者打工，或者勉强做点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付之告诉我，爸爸去世后，妈

妈一个人抚养 3 个孩子，幸而瑞丽市的九年义务教育不仅覆盖了中国孩子，也面向缅甸籍务工者

的子女以及居住在距边境线 60 公里以内的边民适龄儿童。当地针对学生的所有费用减免和午餐

补贴政策也将缅甸籍学生纳入其中。付之和哥哥、妹妹上学不用交学费。付之的学校每个月还会

往每个学生的饭卡上充入 128 元的餐费，付之舍不得打肉菜，餐补到月底还略有结余。瑞丽市面

向适学儿童超越国界的义务教育政策，解决了很多缅甸女性移工的子女照料和教育问题，弥补了

跨国务工造成的母职缺席给家庭和孩子带来的影响，也减轻了缅甸妇女的部分负担。 

在瑞丽包容的社会环境中，一部分女性移工选择与中国人结婚，建立新的家庭。受访女性中，

有 3位与中国男性结为夫妻。但她们在瑞丽这座城市中缔结的跨国婚姻，与边境农村的跨国婚姻

是有区别的，后者多为跨境族群内部或族际通婚。而在市区，缅甸女性移工选择跨国婚姻对象的

范围会更广，3位受访女性的丈夫都不是瑞丽当地人。这也说明当缅甸女性以务工形式流入中国

边境城市，而不再局限于边境农村的跨境通婚时，她们就有可能建立超越传统族群关系的新型跨

国社会关系网络，并由此创造汇款以外的家庭照料方式。譬如，在畹町镇反季西瓜集散地做翻译

的璇英，大学毕业以后来到瑞丽打工。她和 1名临沧男子结婚后，陆续把两个妹妹也介绍到瑞丽

工作。离异再婚的明香，她的丈夫是在瑞丽开酒店的外省商人。婚后，丈夫把一家酒店交给她打

理，她就把远在缅甸的弟弟叫来帮忙管理酒店，又把与前夫所生的孩子接到瑞丽上小学，最后把

母亲请来照料孩子，全家人就此在瑞丽安下家来。 

原籍社会的“义务网络”，塑造了缅甸女性对留守家庭根深蒂固的照管支持理念。缅甸女性

移工和她们的汇款之间形成了一条人与金钱、物资逆向流动的纽带，把她们和缅甸的家紧紧联系

在一起。与未婚女性移工相比，已婚女性由于身处三个家庭，扮演多重角色，所承担的经济负担

和照料压力更大。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和儿媳，既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也是维系家庭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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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家庭发展的核心力量。她们除了向原生家庭汇款之外，还成为跨国网络的构建者和维护者，

帮助其家庭成员也迁徙到瑞丽。虽然身处变动的地理空间与变动的社会环境之中，但她们依然充

分发挥能动性，懂得利用在地公共与私人资源，不断地整合家庭关系，形成新的发展动力。 

 

四、汇款之外的生存脆弱性及其应对方式 

 

美丽在一家重庆老板开的大排档做服务员。前几年生意好的时候，这个大排档雇着六七个缅

甸姑娘；这几年“经济不景气”，其他人都走了，就她留了下来。她的父母都是很多年前离开这

里去缅甸谋生的中国人，他们在缅甸没能拿到粉色“马崩丁”（缅甸身份证），子女也同样承受着

身份的危机。
38
当美丽再回中国时，却只能以“缅甸华侨”的身份，使用“边民通行证”进入国

门。和其他缅甸女性一样，作为移民的美丽每年都要重新办理一次健康证、务工证以及暂住证之

后，才能在瑞丽打工。除了每年要更新上述“三证”之外，按照中缅两国对边民的管理规定，美

丽每一次入境，最长只能停留 6夜 7天，之后就必须携带通行证到几公里外的姐告口岸，通过中

国和缅甸出入境的双重检查之后，再回到瑞丽。 

在瑞丽郊区的一家私人木材加工厂，我见到了随丈夫来这家工厂打工的夕兰。当时，她正歪

躺在他们居住的工棚房间里，她说自己肚子不舒服，刚吃了止疼药。“肚子疼”或者“胃疼”，是

几年来我访谈缅甸女性移工时经常从她们口中听到的病症。她们用“肚子”这个模糊部位的痛感，

表达自己在异国身体或者健康出现的异常状况。“肚子疼”的普遍发生，反映这些女性移工的饮

食和生活环境的卫生条件令人担忧，还有她们自身的保健意识、医疗常识，以及可使用医疗资源

的匮乏。除非是突发性状况，否则她们都会选择跨越边境，回到缅甸的木姐去买药、看病和分娩。

语言不通和相对缅甸而言较高的医疗费用，是女性移工不愿意在瑞丽看病的最主要原因。她们将

收入中的绝大部分寄回家后，只能压缩照料自己的成本。除了常见病，一些女性移工还面临着特

殊的职业风险。例如，按摩店的苏苏在月经期间也依然会提供性服务，有时会有不使用安全套的

性行为。 

由身份带来的动荡与不安全感，频繁的跨境通关，低收入、低技能工作引发的健康风险，都

是缅甸女性移工面临的生存困境。跨国环境下，移民身处“结构脆弱性”（structural vulnerability）

之中。39 性别身份带来的用工歧视和异国生存危险性，使女性成为更加脆弱和不稳定的群体。对

缅甸女性移工来说，汇款的义务使她们的处境难上加难。窘困的处境之下，她们只能持续地调适

着自我与原生家庭、跨国移民网络，以及与当地人，尤其是雇主的关系。在瑞丽工业园区内的各

个工厂，女性移工主要通过集中务工，例如“同乡同厂”“亲属同厂”，以及“夫妻同厂”的方

式来抵御跨国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风险。瑞丽工业园区一家工厂的负责人告诉我，雇主和缅甸工

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是需要“艺术”的。比起工资，工人们更在意“老板的尊重”及他们身处的集

体。曾经有其他工厂的老板想用高薪来挖他的女工却失败了，因为女工们只愿意和自己的同乡一

起工作；也有老板因为辱骂辞退一个工人，导致厂里大批工人集体辞职。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内部，历史上各国之间边界的概念都较为模糊，长久以来，人们将区域内

部的迁徙作为逃避社会风险的一种策略。但由于各国政策的变化，他们常常需要通过原籍社区或

者所处族群的集体力量来开启共同迁徙，并团结起来应对之后生活中的种种困难。
40
出生于 1982

年的厨师玉菜在一家缅甸菜餐馆工作。餐馆的段老板是一名缅甸华侨，从小一直跟随父母做生意

的脚步在缅甸、泰国以及中国边界地带迁移。2016 年他来到瑞丽，与留在当地的舅舅一起，开

了这家缅式餐馆。店里雇有 9 个厨师和服务员，其中 6 个是女性。这些雇员，都是从段老板母亲

那一代人在曼德勒省瓦城生活时就结识的朋友和熟人，以及他们的孩子。有的雇员已经追随他们

很多年。玉菜说，正是因为“知根知底”，夫家才放心她过来这里打工。 

跨国的原乡关系网络，是边境底层空间中一种深厚稳定、机动灵活、自发稳固的互助生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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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缅甸女性移工不仅利用这种集体能动性流动和生存，她们还是移民网络关系的维护者。例如，

玛心每个月汇款后只剩 300 元的生活费，却会在缅甸同乡因为触及“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

留以及非法务工）问题被公安局拘留之后，慷慨地拿出 700 元来帮老乡交罚款、渡难关。玛心说：

“谁有困难，大家都帮一下，我们才能一起在这里生存下来。” 

当女性移工和亲密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孩子）分开时，她们还忍受着分离和孤单带来的痛苦。

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平复了她们缺乏情感支持的危机。南珠和丈夫每月向家里汇

去 2700 元之后，只剩下 100 元钱。这 100 元钱中有一笔雷打不动的开销，就是手机话费。夫妻

两人共用一部手机，手机卡是从缅甸带来的，因为在边境地区两国的信号都能覆盖，他们就一直

在用。这部手机成了南珠最重要的宝贝，因为她可以用来和远在缅甸的孩子通话，那是她最幸福

的时刻。手机带来的实时跨国连接，使女性移工能够从家人那里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回报，也尽可

能地弥合了物理空间的分离所削弱的跨国家庭关系。手机于是成为女性移工维持情感联系的必需

品，话费是女性移民每月最为固定的一笔开支。免费无线网络在瑞丽大多数工作场所的普及，又

使一部分女性移工除了通话之外，还能通过视频通话软件和家人联系。只是比起微信，她们更多

的是用“脸书”（Facebook）和家人进行视频通话。通讯工具带来的碎片化互动，降低了女性异

国生活的无根感。 

尽管女性移工把大量的钱寄回家，我却很少在她们身上看到狼狈或邋遢的景象。她们没有昂

贵的衣服，但只要工作允许就都会抹粉描眉，嘴唇涂上鲜亮的口红，指甲抹上亮晶晶的指甲油。

在水产品市场工作的莫一，每月汇款后也只余 100 元零花钱，她和我分享了当月 100 元的支出分

配：30 元充值电话费，20 元买一个挎包，15 元买了口红、眉笔和指甲油，手里还有 35 元。她

所有的购买活动都会到边境线另一侧的木姐完成，因为“瑞丽太贵了，消费不起，还怕被骗”。

地理和文化上的交融和连接，使低收入的缅甸移民在汇款之后，仍能通过在缅甸境内消费来使自

己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国家的多灾多难，迫使许多缅甸人离散在外，与家人天各一方。但那

些在工厂里唱着缅甸语歌曲的工人，那些有一点空闲时间，找到一小块场地就要踢藤球的缅甸青

年，那些即使只有一点点零花钱也会用心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工，他们并不是机械的生产

者和汇款人，而是灵动且鲜活的行动者。 

 

五、社会与情感的新地景 

 

移民深度参与原籍国和接收国社会的生产活动与日常互动，不仅带来钱和物的流动，更传递

和交换着观念。迁徙中的适应、定居、思乡、挫败、歧视以及归属等亲身经历，孕育出了移民在

跨国社会中层次丰富的情感；而位于接收社会的本地人，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同样也会产生

复杂的情感。透过情感的生产与互动，不仅可以理解移民与当地人的交往，还可以更好地理解两

个发展不平衡的社会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之下，未来的发展趋势又会通向何方。 

自 2014 年起就在国门书社教汉语和缅甸语的红仙，曾和家里人有过两次“冲突”。第一次

是在工作第一年，当时她的试用期月薪只有 1000 元。从母亲到姐姐，还有家族里的其他人都不

支持她从事这份工作。母亲不相信中国政府会聘请一位缅甸人来给中国人和缅甸人上免费的语言

课，还担心她会卷入政治风波，担心她在中国遭遇危险。彼时恰逢打击国际人口拐卖成为缅甸各

大媒体集中报道的议题，母亲看了之后更是寝食难安。姐姐因为经常往来于中缅之间，了解中国

局势，并不担心安全问题，但从生意人的角度出发，认为做老师收入低，没有太大意思。红仙专

程把母亲接到瑞丽，把姐姐也叫来，让她们参观她上班的地方，去课堂上听她讲课。母亲牵挂的

心放了下来，姐姐则发现“教书其实也不错”。 

第二次是在工作第二年，家乡有长辈到瑞丽探亲，顺道去她上课的地方看她，发现她身着洋

装，扎着马尾辫，回到缅甸就和家乡人议论起来，说她为人师表，穿着打扮却太随意，有违做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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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样子，丢了缅甸人的脸面。话传到家人耳中，大家心里都不好受。红仙却觉得长辈们说得有

道理，自己站在课堂上，代表的就是缅甸人。后来，她每天上课前都会换上专门缝制的缅装，那

是花色鲜亮圆领的对襟上衣，下身是包裹到脚踝的筒裙。她将长发整齐地梳理到脑后，挽成一个

发髻，脸上涂抹上淡黄色的“特纳卡”（一种用黄香楝树枝加水后研磨成的粉末，是缅甸传统的

化妆品）再去课堂。再也没人质疑她“不像”缅甸人，或者“不像”老师了。3 个月一期的语言

班结束后，总有学生和她成为朋友，和她分享学习汉语的收获：有的长了工资，有的找到了更好

的工作。女孩子们受她影响，也穿上缅装，涂上特纳卡来上课，出去见朋友。缅甸人有尊师重道

的习俗，每逢点灯节，学生们都要来向她跪拜、送礼，为她祈福。他们看到她总穿缅装，就会给

她送上做缅装的布料。学生们大多为底层的移工，只能送她廉价的布料，做缅装的工钱却很贵。

她感激大家的心意，还是花钱请裁缝把每一块布料都做成缅装。学生们看到她穿着自己送的衣料，

跟她越发亲近。她在移工中渐渐有了威望，来学习汉语的缅甸人越来越多。学生们在工作和生活

中遇到困惑和困难，也诚心向她请教。她读书识字，会教他们甄别谣言和流言，帮助他们了解中

国的法律和当地文化。 

红仙的异国工作和生活都在连续地生产社会性汇款。这种无形的汇款既源于女性移工的异国

生活实践，还在她们与家庭成员、原乡群体的互动中不断形塑、汇集成理解和共识，并最终成为

移民生产的知识、观念和精神财富。这种财富不仅跨越地理边界，抵达缅甸家乡，也在瑞丽的移

工群体中产生影响，跨越了人们内心的边界，使他们更好地适应在瑞丽的生活，帮助他们既坚持

原有认同，连接彼此感情，又增进了对中国的理解。 

观念和情感的连接还在女性移工与中国人的交往中生长。关与妻子是大学毕业后考取瑞丽市

公务员的外地大学生。妻子生了孩子后，关请缅甸姑娘玛心来家里帮他们带孩子。玛心不会汉语，

关和妻子也都不会缅甸语。虽然很难沟通，但玛心爱孩子，他们和玛心又都是这座城市的异乡客，

这成为他们之间的一个连接点。玛心刚来关家时，小关关不到半岁，现在已经 5 岁半了。过去 5

年，玛心一直尝试学汉语，但学会的也仅限于一些日常用语，关的妻子虽上过缅甸语班，所学也

不多。大家在同一屋檐下却相处得很融洽。关是北方人，喜欢做面食。玛心在旁边偷学几次，就

做得十分地道。小关关在幼儿园，老师问小朋友们家里有几个人，小关关伸出 4 根手指头，笃定

地说：“4个！”孩子早已把玛心当作自家人，他懂得她的全部语言。关的妻子说，玛心惦念家

乡，常把老乡带到家里吃饭，每晚还站在客厅一个特定的角落给家人打很长时间的电话——玛心

用的是缅甸手机卡，只有那个角落才有信号。孩子上幼儿园以后，玛心在家里的事少了很多，然

而雇主与雇工之间，谁也不愿说再见。 

“何时回家”是触动女性移工，尤其是孩子留守缅甸的女性心底的一个结。当我在某帽业公

司的会客室询问南珠时，想念孩子的她眼眶红了，我将访谈停了下来。总公司派驻当地的负责人

坐在会客室的另一边，他默默起身，从冰箱里给南珠拿了一听可乐，送她出去。转身进来时，我

看到他的眼眶也微微泛红。这位创下外来企业在瑞丽投产最快纪录的企业家，在短短 1个月时间

里，几乎认识了企业中的每一个工人，包括他们的工种、技能熟练程度、家庭情况，以及工人之

间的网络关系。1996 年，他也是告别在陕西农村的家人，到广州一家台资工厂做产业工人。那

时他月薪 480 元，一加班就是连续几天几夜，每月加班时间累积起来有 300 多个小时，而加班费

只有 2.8 元／小时，一个月总共能有 1000 元出头的收入。他和缅甸移工一样，吃住都在厂里，

把几乎所有的钱都寄回老家去，每个月只给自己 5元生活费，其中 1元 5角买洗衣粉，1元买香

皂，8角钱买牙膏。他说，这些工人就是一面镜子，让他看见以前的自己，因此，他理解他们的

艰难。工人们每周都必须去边境办理一次出入境手续，他不忍心看工人们在烈日下步行往返 1个

多小时，每次都花钱包车接送工人。厂区宿舍一直没有热水，他为工人们的洗澡发愁，到处去协

调关系，请相关部门解决热水供应。他说：“我们都是从那里（贫穷）过来的，知道有多苦。” 

红仙说，南传佛教里有一句话（缅语发音为“ta oomyint tar ta oosaytanar”）是她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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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如果你有一颗充满爱的心，真心待人，也会同样得到他人的坦诚相待”。这就是她在瑞丽

所感受到的。缅甸女性流向瑞丽，是一个有别于南-北人口流动的故事。全世界都在追问，“中

国制造”和“中国崛起”究竟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
41
当大多数研究者站在自上而下的视角，从政治结构去过度解读中国模式带来的影响时，如果站

在边界，从外来移民的视角，从个体的生命故事以及渴望期盼，从底层民众面对面的相遇来审视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交往，我们却会发现，女性移工与当地人产生的情感联系，超越了雇佣

关系，超越了边界，既包含着族群的、区域的和历史的共通情感，同时也基于两国人民对贫穷的

共同记忆，以及对未来共同发展的向往和追求。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发展道路上曾历经磨难，甚

至在离当下不太远的时间里我们也还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况。今天的瑞丽，既是一个跨境移民集聚

地，同样也是国内移民的集聚地。相似的迁徙和贫困经历，使得移民与当地的中国人之间能够生

产出更为真切的感受力和同理心。这种情感体验是中国边界地带特有的社会与情感生产，能够形

成一种力量，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朝着一个方向前行。 

 

六、结语 

 

移民与原乡的互动，透过汇款清晰可见。在瑞丽，缅甸女性通过跨境打工获取微薄的薪水，

却将收入中的绝大部分汇给远方的家庭。伴随生命成长和跨国流动，缅甸女性移工会经历许多身

份的交织与变动，身为缅甸的女儿，却是她们始终不变的原生身份。我们看到东南亚地区的佛教

和社会教化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女性相似的家庭义务观念，但瑞丽与缅甸地理上的连接性，造就了

缅甸女性独一无二的汇款实践：“义务网络”并没有随着女性成婚而失去效力，边境空间为女性

对家庭的照顾提供了更多的在地、跨国资源，也使她们与原生家庭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情感往来。

也因此，迁徙造就的“离散”身份，与“出嫁”赋予她们的新角色，都不曾阻隔她们与原生家庭

和原籍社会的联系，她们是“离而不散”“嫁而不分”的缅甸女儿。 

这也提示我们，当下中缅边境地带的移民，有别于内地发达城市的国际人口输入，需要将之

放置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内所延续的历史、族群和文化的网络关系中来观察。以瑞丽为代表的中缅

边界地带，是一个“有边无界”的特殊场域。只有在这里，女性移工才能通过集体能动性来战胜

生存的困境，才能在汇款之后往返于国界两边，满足她们较低的消费需求，解决诸如生病之类的

日常困难，通过便宜的缅甸手机卡来保持与家人的情感联系。边境成了低技能跨国移工生存和发

展的一个缓冲地带。两个国家在这一地区一些具有弹性的出入境、务工、居住和其他福利政策，

使大湄公河次区域人们所传承的迁徙生存策略得以延续，让更多周边国家的居民受惠于中国边境

地区的发展。 

“边界是文化生产的区域，是意义制造与再造之地。”
42
除了关注看得见的资金、物资的跨国

流动，我们还应该去把握那些看不见的社会和情感联系。在缅甸女儿与中国人相遇的边城瑞丽，

社会和情感的新连接，在两国人民的互动中蓬勃生长。女性移工在跨国流动中担当的责任，付出

的努力，展示的柔性力量，都在说明一个事实：她们不仅仅是“缅甸的女儿”，她们中的很多人

通过流动与连接，已经成为边境地区无数个新家庭的妻子、儿媳和母亲。她们是促进两个国家友

好往来的使者，是区域共同发展的维护者和建设者，也是与我们血脉相通、命运与共的姐妹。 

 

注释： 

①
 Mirjana Morokvasic, “Birds of Passage are also Wome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18, 

No. 4, 1984, pp. 886-907. 
② 
陈雪：《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女性移民研究回顾与思考》，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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